
二十一世紀評論	 31

四年一度的美國總統大選於11月5日舉行，最終特朗普（Donald J. Trump）

以「大滿貫」的氣勢贏得所有搖擺州，以312票對226票選舉人票擊敗現任副總

統賀錦麗（Kamala D. Harris），繼2016年後再次入主白宮，成為第四十七任美

國總統，也是自十九世紀末民主黨籍總統克里夫蘭（Grover Cleveland）後首位

兩個非連續任期的美國總統。有趣的是，克里夫蘭以「誠實」、「勇敢」、「正直」

等清譽流名後世1，而這些形容詞似乎難以套用在特朗普身上；而且他們在

美國政治史上擁有的位置也有着明顯不同：克里夫蘭的第二任期（1893-1897）

象徵美國第三政黨體系（third party system，1850至90年代）的終結2，而特朗

普二度入主白宮則意味着他正重寫其第一任期開啟的第七政黨體系（seventh 

party system），讓美國國內政治出現深刻的變化3。

儘管特朗普這次的選舉表現在表面上更進一步，除了同樣擊敗民主黨女

性總統候選人，突破傳統「藍牆」（blue wall），贏得參議院及眾議院的多數控

制權外，比2016年總統大選更勝一籌的是他同時贏得普選票及選舉人票。但

仔細分析客觀數字，特朗普是否如媒體強調的以壓倒性優勢贏得這場選舉，

卻屬見仁見智：儘管特朗普這次得到的普選票較賀錦麗多，但總體而言特朗

普得到的普選票並沒有過半數（49.87%），賀錦麗的得票（48.25%）也是歷年來

敗選者中得票比例最高者4。另一方面，賀錦麗在「藍牆」三州（威斯康星州、

密歇根州及賓夕法尼亞州）與特朗普的票差均少於2%，合共的票數差距實不

足三十萬票，假如賀錦麗能夠獲得這三十萬票，總統選舉的結果將會改寫。

因此，在媒體上形容的特朗普大勝，更多是因為美國總統大選採用選舉人票

制度，而大部分州份的選舉人票屬勝者囊括制（winner-takes-all），所以兩人差

距被選舉制度放大。不過無論如何，特朗普回朝勢將對美國政經秩序帶來重

大的衝擊。

特朗普回朝與美國政經秩序
嬗變的幾點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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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內政治秩序的重寫

2016年的選舉過後，孔誥烽為《二十一世紀》撰文分析特朗普勝選的「種

族根源」，表示特朗普勝選的原因是「承載着美國中下階層白人自1960年代以

來的憤怒」5。八年過去，「白種怒漢」（Angry White Male）的風潮仍在持續，

他們也成為票投特朗普最中堅的一個社經背景族群。然而，對於2024年大

選，相對強調「白人」與「非白人」的對比，也許在「白種」以外加上「有色人種」

更為恰當，原因是過去八年特朗普在有色人種的支持度不斷上升，更成為部

分州份的勝選關鍵。根據全國廣播公司（NBC）的出口民意調查數據，儘管特

朗普在非白人社群的支持度為33%，遠遠落後於賀錦麗的64%，但在拉丁裔

男性選民的支持度上，卻以55%領先賀錦麗的43%，而兩性差距高達17個百

分點，也是歷來差距最大的調查結果。即使在黑人社群層面，特朗普在男性

選民的支持度為21%，比起他在女性的支持度7%，多出14個百分點6。

因此，相對於種族及膚色，這次選舉結果的明顯分歧更多是在性別及教

育程度。種群政治在美國政治光譜變得不重要的一大原因在於，當愈來愈多

有色人種在美國落地生根，他們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更少將種族作為投票時

的首要考慮，而更多是將社經階級放在考慮之列。正如著有《拉丁世紀：美國

最大的少數族裔如何改寫民主》（The Latino Century: How America’s Largest 

Minority Is Transforming Democracy）的共和黨政治顧問馬德里（Mike Madrid）

指出，拉丁裔選民近年已轉型為「經濟選民」（pocketbook voters），他們較傾向

保護自身的經濟利益，因此特朗普的經濟政策及移民政策更受這些拉丁裔選

民（尤其是男性）歡迎7。

此外，對男性而言，性別特質在服務業主導的經濟體系愈發突顯，女性

逐漸佔據優勢，令現代男性在學習、職場甚至家庭的權威受到挑戰；在女性

地位不斷上升的同時，男性在社會的地位卻逐漸下降甚至受到孤立。正如 

美國男性問題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for Boys and Men）主席里夫斯（Richard 

Reeves）接受《衞報》（The Guardian）訪問時指出，賀錦麗—沃爾茲團隊其中一

個敗筆在於他們太集中將自己定位為「女性的政黨」（party of women），也沒有

善用副總統候選人沃爾茲（Tim Walz）作為公立學校教師及美式足球教練的「人

設」，去建立一套同時兼容男女權益的政綱8。事實上，當特朗普嘗試以「兄

弟票」（bro vote）拉攏男性選民投票、提出男性以選票捍衞國家等「陽剛氣」話

語作為最後的選舉工程，「性別戰爭」亦悄然地在這場選舉中打響。

而與性別優勢轉變、服務性經濟及全球化相關的社經條件之一，就是教

育程度。正如克林頓（William J. Clinton）時期的總統高級顧問索斯尼克（Doug 

Sosnik）指出，特朗普政策帶來的其中一個結果是，強化了不同教育程度的選

民對立，例如在經濟議題上，特朗普提出全球化對美國低下階層的影響，本

質上不分種族而是受到勞動力及技術轉型所影響，也即變相與學歷掛鈎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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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路易聯邦儲備銀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2024年10月發布的資

料顯示，以大學畢業生為戶主的家庭每擁有一美元的財富，就比以高中畢業

生為戶主的家庭多出22美仙，與有讀大學卻沒有畢業的差距更達30美仙——

之所以未能完成學業，很多時是由於有色人種的家庭問題及經濟困境所致bk。 

教育程度也直接影響民眾對一些社經議題的參與，特別是今天的美國國內以

「覺醒文化」（wokeness）為包裝的議題設定，如多元性別平權、種族問題，以

至外交政策與以巴問題等取態及立場。覺醒與否本質上跟種族沒有關係，更

多取決於選民的教育程度能否讓他們完全理解並消化這些議題，還是人云亦

云地支持或反對這些議題。議題設定，特別是在社交媒體及網上平台的議題

操弄，正正是特朗普在過去三屆大選最成功的地方，而是次大選更得到掌控

社交平台X的馬斯克（Elon R. Musk）「全力支持」（all-in）。

從民主黨的角度出發，儘管今天看來賀錦麗敗選屬非戰之罪，畢竟屬「半

途出家」的她即使有着荷里活演藝圈群星拱照，最後階段有着強勁的籌款能

力，但始終無法在短時間內建立個人的政治形象，亦難有效與現任拜登（Joe 

Biden）政府切割——賀錦麗在接受訪問時表示她難以找到拜登政府政策的不

足之處，因此當憤怒的選民認為過去四年生活並沒有改善，在這場仍以“It’s 

the Economy, Stupid”（克林頓1992年競選口號，後來成為美國的政治流行語）

為主軸的選戰中，賀錦麗的起步點已落於下風。

根據《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聯同民意調查機構Catalist及Edison 

Research在選舉後進行的初步出口民調結果顯示，在以不同年齡群、教育群及

種族群分類的受訪者中，只有兩個群組比2020年更傾向支持民主黨。第一個

群組是有大學學位的白人女性，這其實不難理解：特朗普的家庭保守主義形

象、性罪行官非纏身以及墮胎權政策取向，難以爭取這個選民群組的支持。

第二個群組相對令人意外——美國傳統政治智慧認為，民主黨的政綱應能吸

納年輕世代的支持，但出口民調卻表明在18至29歲的受訪者中，共和黨得到

的支持比四年前增加約15個百分點；反之，65歲以上的「銀髮族」群組是唯一

在傳統上傾向支持共和黨、卻在這次選舉輕微轉為靠近民主黨的選民群組bl。 

對此，我們可以留意那些為賀錦麗站台的共和黨人，如前副總統切尼（Richard 

B. Cheney）及其女兒麗茲（Liz Cheney）、前加州州長兼著名影星阿諾舒華辛力加

（Arnold Schwarzenegger）等資深共和黨人，他們認為特朗普的基督教民族主義

政策、個人的政治品德，以及在2021年國會山莊之亂裏不可分割的角色，將

對美國憲政造成巨大衝擊，因此在「國家先於政黨」的前提下表態支持賀錦

麗。NBC的出口民調亦表示，有三成四的受訪者表示這次選舉的首要議題是

「美國民主制度」，其次才是經濟、墮胎權及移民問題，而視「美國民主制度」

為最重要議題的受訪者當中，有八成表示支持賀錦麗bm。相對而言，特朗普

的支持者卻一直深信2020年大選是一場「被偷走」的選舉，因此假如「堂堂正

正」地再選一次的話，特朗普不可能落敗。而拜登政府早前要求社交媒體移除

有關疫情及選舉假新聞的「前科」，則令矽谷不少放任自由派（libertarian）視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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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選舉為捍衞美國傳統自由之戰，因而轉向支持特朗普，當中以PayPal創辦

人提路（Peter Thiel）為這個群組的核心。

因此，這場選戰的其中一個面向，其實為美國立國根本的兩條支柱——

「民主」及「自由」的重新劃界，民主黨及部分共和黨人視特朗普的反傳統菁

英、社會政策保守、經濟政策民粹的「國家保守主義」（national conservativism）

為對美國民主制度的根本衝擊，認為他的個人品行、對選舉結果及程序的蔑

視、以偏頗的資訊鼓動民粹主義的選舉策略，動搖了美國民主制度的根本；

反之，特朗普及矽谷放任自由派（如馬斯克及提路）均認為，民主黨所代表的

「自由主義」在不必監管的領域（如社交平台、企業政策、婦女生育權等）作太

多監管，而在一些應該監管的領域（如非法移民、芬太尼 [fentanyl]及藥物濫

用、性別及家庭崗位問題等）卻不作管控，結果是不必要地限制美國公民應該

享有、對美國經濟及社會有利的自由，同時擴大那些危害美國公民權利、影

響美國經濟競爭力的自由。這樣的重新劃界明顯是跨種族的，例如在穆斯林

社群中，特朗普的家庭保守主義可能比賀錦麗的多元家庭主義更貼近他們的

信仰；成功抵達夢想之地的拉丁裔移民也會認為後者的非法移民政策影響他

們的生計及經濟利益，因此自然傾向不支持賀錦麗。至於他們是否支持特朗

普，還是選擇不投票或投票支持獨立候選人，對特朗普而言已不太重要。

特朗普以萬斯（J. D. Vance）為競選副手，放

棄在黨內政治資歷較深的魯比奧（Marco Rubio）及

伯古姆（Doug Burgum），得以成功再度入主白宮， 

算是確立第七政黨體系下共和黨未來政治發展的

基調：2008年因應金融海嘯而生的茶黨運動（Tea 

Party Movement）未能在之後的選舉中獲得足夠

的政治能量以維持影響力，結果被共和黨菁英有

意識地吸收。儘管「特朗普主義」（Trumpism）在

2022年中期選舉後一度沒落，不少特朗普支持的

候選人在選舉失利，令不少共和黨菁英認為特朗

普主義不過曇花一現，或成為另一個茶黨運動，

可被共和黨菁英有機吸收，然而，特朗普及萬斯

這一「國家保守主義」團隊順利贏得大選，更是以

橫掃七個搖擺州份、重掌參議院多數及維持眾議

院多數的全面執政姿態勝出，意味着至少在未來

四年「特式右翼政治」將是聯邦政策的主流，反而

將傳統共和黨人邊緣化。借用前眾議員金辛格

（Adam Kinzinger）在民主黨黨代表大會上發言時

指出，「共和黨不再是保守派政黨」bn，對那些堅

持原則（固執）的傳統共和黨人而言，民主黨反而

變成他們認可的「保守主義」政黨。
這場選戰的其中一個面向為美國立國根本「民主」及「自由」的重新	

劃界。（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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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選情如此激烈的情況下，單是「策反」這些堅持原則的傳統共和

黨人，仍難以挑戰特朗普現時的政治力量。此外，以對「民主」及「自由」的不

同理解作為攻擊另一方的政治手段，會加強民眾對美國政治制度的厭惡感。

當這樣的政治厭惡感磨滅民眾對美國制度的信任，諸如政治陰謀論或假新聞

反而變得更有市場，所謂「民主政治的危機」就會成為自我實踐的預言。

二　美國霸權體系的重構

對於並非生活在美國的我們，特朗普二度入主白宮，對中國以至全世界

的影響在於其外交及貿易政策。根據前述NBC的出口民調，認為美國民主制

度及墮胎權議題最為重要的選民多傾向支持賀錦麗，認為經濟及移民問題最

為重要的選民則多支持特朗普。至於從來不是關鍵議題的外交政策，認為這

是最重要議題的選民略為傾向支持特朗普，相信是出乎民主黨意料之外的。

對民主黨而言，外交政策的結構性問題涉及兩個不同的支持群組，一是國內

的進步派選民及大學學位選民，二是國內穆斯林社群及猶太人社群。前者在

外交政策上的態度不難理解，從不少美國大學校園出現聲援巴勒斯坦的示威

運動，不難想像進步派選民在以巴衝突及中東問題上的立場——傾向支持巴

勒斯坦或至少希望美國不完全向以色列傾斜。然而，這與民主黨外交政策的

基本立場有一定程度的衝突。賀錦麗根本沒可能在傳統中東問題上同時討好

進步派及阿拉伯裔選民，但其外交政策的模糊立場難免得失猶太裔選民。

事實上，根據全美最大的穆斯林公民權益組織美國伊斯蘭關係委員會

（Council on American-Islamic Relations, CAIR）在選後公布的調查，全國穆斯林

的投票取向首先為獨立候選人史汀（Jill Stein，53%），其次為特朗普（21%），

最後為賀錦麗（20%），而在關鍵的密歇根州，賀錦麗在穆斯林中的支持度只

有14%，落後特朗普8個百分點，與選前的民調有極大的差距。CAIR政府事

務總監麥戈爾（Robert S. McCaw）直言，投票結果顯示穆斯林社群對於拜登政

府應對加沙問題的不滿，才令史汀的支持度直線上升bo。外交政策成為壓倒

民主黨在關鍵州份的最後一根稻草，對於過去四年標榜將美國拉回國際體系

以及積極與盟友修繕外交關係的拜登政府而言，其實是一大諷刺。

當然，穆斯林社群更多支持特朗普並不代表他的外交政策親巴勒斯坦及

穆斯林社群，這從他提名的外交官員如國務卿魯比奧、駐以色列大使赫格比

（Mike Huckabee）、中東特使威特科夫（Steve Witkoff）可略知一二。相對於難

以在公開言論中得知其以巴問題立場的威特科夫——一個常與特朗普打高爾

夫球的猶太裔地產大亨，前兩者對以色列及巴勒斯坦的立場是清晰可見的，

例如赫格比曾直言這個世界沒有所謂的「巴勒斯坦人」。與此同時，正如赫格

比在訪問中直言，他不是制定中東政策而是執行總統政策的官員bp，與威特

科夫的任命異曲同工，他們不過是特朗普外交政策忠誠的執行者而已。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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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的問題是，二度入主白宮的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將是如何？新的「特式外

交」會如何重寫國際政治秩序？

上文提到上一位非連續任期的美國總統克里夫蘭，他的第二任期象徵美國

第三政黨體系的終結，而第四政黨體系（fourth party system，約1896至1932年） 

在美國政治的定位是「進步時代」（Progressive Era），當中的代表人物是羅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塔夫脫（William H. Taft）及威爾遜（Woodrow Wilson）總 

統，他們的外交政策幾乎定調了未來一個世紀美國外交政策的藍圖：羅斯福

在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之上引入「羅斯福推論」（Roosevelt Corollary），

認為門羅主義的重點在於保障美國在西半球的利益不受歐洲列強干預，因此在

不干預歐洲事務的同時，美國也須在西半球行使「世界警察的權力」（international  

police power），以維持利益核心圈的安全及穩定bq。而隨着美國企業由西半球

拓展至全球不同角落，經濟利益在「羅斯福推論」下成為美國核心利益，因此

美國由「西半球警察」的角色慢慢地過渡成真正的「世界警察」，也就是美國當

代霸權主義的雛形br。

作為繼任者的塔夫脫在羅斯福的外交格局上，提出「美元外交」（dollar 

diplomacy）作為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部分修正羅斯福的尚武作風，在「大棒

外交」（big-stick diplomacy）外加強「胡蘿蔔」的元素，強調經濟外交及企業投

資對拉丁美洲及東亞的正面作用，鼓勵美國銀行家及企業作跨國借貸及投

資，「以美元代替子彈」來推動國家利益及外交戰略bs。當然，對於塔夫脫的

美元外交，特別是嘗試透過投資在華鐵路以增加美國在東亞的影響力，後世

的評價毀多於譽，但箇中的原因更多在於當時的國際金融體系由英國主導，

不論英國還是其他早已在華有一席之地的列強，均不希望美國介入中國事務， 

既是時不我予，也是力有不逮。不過，美元外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卻成為美

國外交政策的其中一個核心面向。大棒外交為外交政策的「裏」，美元外交為

外交政策的「表」，以軍事及經濟影響力維持核心外交利益，成為美國現實主

義外交政策的根本藍圖，也是現實主義者維持美國霸權地位的根本手段。

與上述現實主義傾向相對的，則是美國百年外交政策的另一個面向，即

威爾遜提出的「自由國際主義」（liberal internationalism），以及其延伸的「自由

國際秩序」（liberal world order）。威爾遜主義（Wilsonianism）或廣義的自由國

際主義強調以民主自決為基礎的民主體制推廣，建立多邊合作國際體系，支

持共同安全體制（collective security），促進諸如貿易、航行等自由，拒絕任何

的秘密外交協議等bt。另外，不少外交史學家認為，威爾遜的外交政策仍以

不干預原則（non-interventionism）為基礎，但在人道及和平事務上卻帶有「人道

干預主義」（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ism），例如對俄羅斯革命的介入，實屬超

過不干預主義政策的底線ck。至於威爾遜倡議並在1920年成立的國際聯盟雖

然未竟全功，卻為後來建立的聯合國打下基礎，聯同世界銀行（World Bank）、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成為二戰後維繫國際秩序的其中一個重要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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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自由國際秩序的一些重要元素，例如國際法及國際組織的建立、經

濟及貿易自由、對民主及人權的制度內化等，均是威爾遜主義及其「十四點」

（Fourteen Points）的延伸。儘管自由國際秩序近年受到不少挑戰，但在廣義而

言仍屬當下國際政治及經濟交流的一個重要秩序建構。而以美國百年外交政策 

來看，正如外交史學者安布羅休斯（Lloyd D. Ambrosius）和史密斯（Tony Smith） 

分別指出，即使不同年代的總統對於美國外交政策的演繹有所不同，但具體

的大方針仍是以威爾遜主義為基調，只是加入其個人特色元素而已cl。

為何要特別提出美國外交政策與國際秩序（特別是自由國際秩序）之間的

關係？其中一個原因是自由國際秩序的建立及其強弱，與美國外交政策有着密

不可分的關係。不論是自由主義派國際關係學者如杜德尼（Daniel Deudney）及

艾肯貝里（G. John Ikenberry），還是現實主義派國際關係學者如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及格拉瑟（Charles L. Glaser），均認同自由國際秩序的基石之一

就是美國在國際政治及經濟政策等方面的霸權地位。而美國霸權地位，自然

也包括美國在冷戰後軍事、科技等領域的領導地位cm。

在軍事層面，根據知名智庫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

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2024年發表的研究報告，2023年美國公開的

軍費開支為9,160億美元，佔國內生產總值（GDP）3.4%及全球軍事開支37%，

其開支總額超過其餘九大軍事開支最高國家的總和cn。與龐大的軍事開支相

對應的，是美國在地緣政治的獨特位置：它是少數同時混合陸權及海權形態

的國家。因着美國遠離歐亞各國的獨特地理位置，它在北美洲形成難以被挑

戰的陸地軍事霸權，與加拿大及墨西哥的自由貿易協議亦令美國成為該區域

無可取代的經濟霸權，可將北美洲豐碩的經濟資源（如天然資源及勞動力）納

入國家經濟發展藍圖。但與傳統的陸權國家（如俄羅斯及德國）不同，美國的

軍事霸權更建基於它對海權及海洋網絡的控制。在美國本土以外，美國建立

了一個以海軍基地及駐海外軍隊為主的「基地帝國」，以此作為維持美國海洋

軍事影響力的重要一環，得以介入過去及現在不同的地緣衝突co。

在經濟層面，儘管中國經濟急速起飛，但中美之間仍有差距，美國作為

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地位在短期內仍難以撼動，單是美元作為國際貿易結算

貨幣的地位、美元資產作為國家外匯資產的重要性，以及美國息率對其他經

濟體的息率影響等三個範疇，中國及其他主要經濟體便難以望其項背：根據

國際結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的研究指出，即使美元的強勢

地位在1980年代後慢慢下滑，但它在國際金融及貿易中仍佔有絕對地位，國

家的債券持有、外匯交易結算、貿易支付等，以及各個公私營銀行的體系運

作、債券資產、外匯儲備等範疇上，美元均排首位cp。

而在科技層面，美國的霸權地位從全球股票市場對於「美股七雄」（Magnificent 

Seven，即微軟 [Microsoft]、蘋果 [Apple Inc.]、亞馬遜 [Amazon]、Meta等七家

科技公司）的追捧可窺一斑。現時討論度最高的人工智能科技公司（如Open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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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開發的ChatGPT等），其母企均來自美國初創企業，而配合其發展的核 

心技術（如晶片設計及開發等），美國企業也處於領導地位。根據世界知識產

權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的數據，雖然中國提交的知識

產權申請數量為世界之冠，但中國與美國在電腦技術相關的申請數量僅相差 

1個百分點，而美國發明者向其他國家申請知識產權的數量卻是世界第一； 

美國發明者對其他國家的影響力仍比中國為高，美國的科技發明更多以外銷

為主cq。

地緣政治學者蔡斯—鄧恩（Christopher Chase-Dunn）及庫克昌（Charles 

Kupchan）分別指出，現實主義理論強調的二元秩序（bipolar system）在冷戰終

結後被打破，新的自由國際秩序是由美國霸權主導的單極世界，從1993年起

全球經濟逐漸走向一體化，東西方交流比冷戰時更為頻繁，其實是美國霸權

體系下促進的國際和平現象cr。然而，要維持霸權體制穩定，除上述的客觀

條件外，更重要的是處於霸權地位的國家願意作適當的犧牲，以國際社會的

公共利益及共善（public good，又譯「公共財」）為制定政策的考慮因素。正如

國際關係學者雷恩（Christopher Layne）在歸納霸權的根本要素時強調，除了在

經濟及軍事有強大的震懾力及推動力外，最重要的特質是願意承擔霸權的「義

務」，即領導其他國家建立互惠互利的國際秩序，適當地以共善作為制定國內

政策及外交政策的基礎，例如維持國際和平及推動人道支援工作cs。

要注意的是，正如另一位研究「霸權穩定論」（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的學者吉爾平（Robert Gilpin）指出，所有的霸權國源起於贏得一場決定性的

「霸權戰爭」（hegemonic war）——對於美國霸權而言就是有硝煙的二戰（從英國

手上正式獲得舊世界的霸權地位）和沒有硝煙的冷戰（從蘇聯手上獲得不可抗

衡的全球霸權地位），而終結於霸權體系的不穩定性。他指出，霸權地位的不

穩定性源起於霸權體系既苦了霸權國本身，也難以討好其他在體系內生存的

國家：從霸權的角度出發，推動以國際社會為主的共善，有時會與推動國內社

會的共善有所違背，因此霸權國既要維持國內政治及經濟穩定，也要在國內、 

國際社會政治及經濟穩定之間取得平衡，幾乎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ct。

以經濟學者特里芬（Robert Triffin）提出的「特里芬兩難」（Triffin dilemma）

為例，當一個國家的貨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時，國內的短期經濟目標或會與

國際社會的長期經濟目標相違背dk。例如，當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鈎或以美元

為主要外匯儲備貨幣，其他國家為了維持本國貨幣對美元匯率穩定，必然會

增持美元資產，令美元需求不斷上升。美國政府固然可以利用這些需求不斷

發債，以提升長期的美元資產來換取國家收入，但美國工業及出口會因為美

元高企而失去競爭力，結果換來龐大的貿易赤字。假如美國政府希望透過貨

幣政策來調節美國經濟周期情況，而各國經濟周期未必與美國同調，那麼其

金融政策及貨幣政策只能「被迫」承擔美國貨幣政策的結果。當中最經典的案

例自然是尼克松（Richard M. Nixon）總統單方面宣布美元暫停與黃金以固定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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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率兌換的「尼克松衝擊」（Nixon Shock），直接導致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在1973年崩盤。

除經濟及金融層面霸權地位會帶來結構性風險外，霸權國需要進行外交

及軍事介入，容易造成不必要的「帝國擴張」。例如，過度頻繁的軍事介入（甚

至以海外駐兵的方式維持當地局勢），以及因應其他國家的要求提供軍事、經

濟等援助，霸權國所付出的代價終有一天會超出其得到的政治利益。對於霸

權國的民眾而言，他們既不明白為何會出現嚴重的貿易赤字及企業外流，也

不明白為何其他國家可以無條件地享有霸權國的軍事保障，得以專心發展經

濟；而對於接受霸權體系的其他國家民眾而言，他們既不明白為何國家要以

金錢購買霸權國的產品，方便霸權國的企業來當地投資，剝削本地企業發

展，也不明白為何在國家軍隊以外有霸權國的軍隊駐扎，有時甚至會發生不

愉快事件。就霸權國本身而言，會認為其提供的共善被其他國家利用，成為

日後挑戰其霸權的資產，因此對於潛在的崛起者，希望透過經濟方式扼殺於

萌芽之時；而對於其他國家而言，當下由霸權國建立的國際體系自然是對其

最有利的政治及經濟制度，因此在善用霸權國提供的共善的同時，不忘挑戰

霸權的地位，嘗試建立一套有利於自身的國際秩序——這就是米爾斯海默強

調的「大國政治的悲劇」dl。

因此，特朗普在競選時不斷強調美國霸權正在衰弱，本質上不是錯誤的

說辭，但核心問題是特朗普如何看待這看似不可逆轉的趨勢。作為生意人的

特朗普，自然選擇了最符合經濟學及商業管理的方式回應：要求其他盟友支

付美國提供的共善，並選擇性地削減美國對其他國際事務的付出。美國韓裔學

者車維德在撰文分析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取向時指出，相對於各國領

袖認為特朗普上台帶來的不確定性，他認為特朗普看待盟友的方式始終如

一，就是將所有外交關係視為多段「交易式」關係。事實上，特朗普曾多次公

開質疑美國是否需要在亞洲盟國駐防，也表明美國不應介入台灣事務，原因

是台灣過去多年並沒有繳納足夠的「保護費」，加上台灣積體電路製造公司（台

積電）的壟斷地位影響了美國晶片業發展。特朗普治下美國的外交政策無異於

保險服務，這固然是旨在簡化美國的外交任務，同時形象化地呈現出他認為

的合理的霸權角色：美國不是無條件提供共善的慈善家，而是管理風險機制

的服務提供者。這個由「新總裁」特朗普主理的「美國企業」不介意承擔其他國

家的安全及政治風險，但所有要求服務的國家均要向「美國企業」支付合理的

費用，以獲得相對應的服務權限。車維德綜合特朗普第一任期的觀察，認為

特朗普衡量美國是否提供服務的準則其實相當「明碼實價」：第一是該國與美

國之間的貿易結構是順差還是逆差，有沒有從根本上「佔美國貿易便宜」；第

二是該國是否有盡到它在軍事開支上的責任，特朗普提出的標準是GDP的

3%dm。事實上，《金融時報》就指出烏克蘭的「勝利計劃」（Victory Plan）已就特

朗普上台後如何獲得其支持加入兩點方案：一是俄烏戰爭結束後烏克蘭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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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替代部分駐歐美軍的任務，二是與西方盟友共享烏克蘭的自然資源dn。假如

這兩點原則屬實的話，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其實深諳

如何與特朗普談判以獲得其支持。

三　傑克遜式的管治實驗

當然，最能體現特朗普以「美國企業」的方式治國，仍是特朗普的國內政

治改革及人事任命。執筆之時，特朗普已公布大部分主要官員提名名單，例

如國務卿選擇曾一度考慮為副總統人選的魯比奧、白宮幕僚長人選為其競選

團隊核心懷爾絲（Susie Wiles），而國防部長提名人赫西斯（Pete Hegseth）、國

家情報總監提名人加巴德（Tulsi Gabbard）、負責政府效率部（DOGE）的馬斯克

及生物科技企業Roivant Sciences創辦人拉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衞

生及公共服務部部長提名人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取代備受爭議的

蓋茲（Matt Gaetz）成為司法部長人選的邦迪（Pam Bondi）等。

不難發現，這些人選均是特朗普競選過程中的忠實支持者，不過大多卻

是甚少執政經驗或不具專業資格的「普通人」。例如，赫西斯的軍事甚至政治

閱歷薄弱，加入政府前是霍士新聞（Fox News）的節目主持人；肯尼迪並沒有

相關的醫學及公共衞生的學位及專業資格，同時在美國科學界被視為反疫

苗、反醫學常理的假資訊推動者；蓋茲涉及性罪行相關的指控，而代替他的

邦迪在佛羅里達州出任司法部長時涉嫌接受來自特朗普的不法捐款。此外，

威特科夫不過是特朗普的高爾夫球球友；委任世界摔角娛樂（WWE）前執行

長、過渡團隊的聯席主席之一的麥馬漢（Linda McMahon）為教育部長，更令

人感到特朗普的政治任命是一種政治酬庸，回到昔日的獵官制（spoils system）

時代。

事實上，這種任人唯親、以政治盟友及忠誠度為任命基礎的官僚制度，

其實也是久被遺忘的美國政治傳統。美國外交史學家米德（Walter R. Mead）曾

將美國的管治傳統分為四大類別：除上文提到的威爾遜主義外，漢彌爾頓主

義（Hamiltonianism）強調美國經濟強大是維持美國及全球和平最重要的元素，

推動國際自由貿易是美國國家利益所在；傑弗遜主義（Jeffersonianism）強調美

國國內民主體制的強韌性及人權是美國立國的根本，美國外交政策應以保障

國內民主制度及公民權利為依歸，應小心地推展國家利益而非積極介入別國

事務；傑克遜主義（Jacksonianism）則是美國立國最初也最傾向草根平民的意識

形態，它相信美國例外論，同時奉行美國孤立主義，對介入外界事務近乎不感

興趣，但假如外交事務與國家利益有着根本衝突，傑克遜主義者卻會以最積極

的軍事介入方式迅速地處理問題do。至於內政層面，傑弗遜主義與傑克遜主

義不同，前者強調有序的菁英階級民主，即以協商為前提的菁英共治模式；後

者強調平民主義的民主制度，認為傳統的政治階級是腐敗而不近人情的，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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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將權力下放到「平民」（即當時並非出身於政治貴族世家的白人中產階級）， 

美國的民主制度才能真正成為「美國人的民主」（American democracy）dp。而

傑克遜式民主（Jacksonian democracy）在實際執行上大幅改革美國公共行政及

官僚體制，包括限制公務員任期、容許總統大幅度撤換及任命聯邦政府官

員，同時提出廢除選舉人票制度，將選舉總統及副總統的權力直接還歸美國

公民dq。

事實上，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政治顧問班農（Steve Bannon）正是傑克遜式民

主及外交政策的支持者，並成功以此包裝特朗普的內政及外交政策。米德在

分析特朗普第一任期時指出，特朗普在2016年的崛起在於前兩任總統布什

（George W. Bush）及奧巴馬（Barack Obama）過份演繹威爾遜主義的外交政策面

向，不必要地介入中東地區的民主進程dr。另一方面，2008年美國次按問題

引起的金融海嘯表明當下的政治、經濟菁英腐敗不堪，美國社會因而充斥着對

菁英的不信任，最終令政治鐘擺指向孤立主義及平民主義的代表，也就是特朗

普提倡的「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政策。當然，特朗普的第一任期仍受制

於傳統共和黨人及其體制，因此在用人上難以如傑克遜（Andrew Jackson）擔任

總統（1829-1837）時可以完全任人唯親，龐大的官僚體制也成為特朗普推行政

策的一大障礙。加上當時特朗普政治經驗及閱歷尚淺，無論對內管治抑或對

外政策，均難以同時駕馭民粹主義利益及企業菁英利益，因此無法進行大規

模改革，傑克遜式的特朗普「美國企業1.0」實驗最終在2020年落幕。

四年過去，特朗普在初選時壓倒性贏得共和黨的提名，大選勝利後大量

起用特朗普主義支持者為內閣成員，將代表傑弗遜主義的共和黨傳統菁英邊

緣化。而在與民主黨的對決中，特朗普以「壓倒性」的氣勢贏得代表威爾遜主

義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賀錦麗，當中被行刺的小插曲更完滿地填充了草根平

民對領袖的浪漫英雄想像。當然，特朗普也許仍無力如傑克遜一樣大幅度輪

換政府官員，因此退而求其次，大幅度削減聯邦政府結構——負責推動改革

的馬斯克表明他希望聯邦政府機構由現時四百多個大幅削減至不足一百個。

有別於第一任期，特朗普沒有連任的考慮，而他委任的白宮幕僚長懷爾絲的

個人特長是「從混亂中創造秩序」，以及如何「扭轉局面及觀感」，對於特朗普

推動大規模改革有一定程度的幫助ds。因此，相對於八年前初試啼聲，即將

登場的傑克遜式的特朗普「美國企業2.0」從表面看來更為堅實，也似乎會為美

國國內政治及外交關係帶來比2016年更重大、更深遠的影響。至於特朗普能

否達到傑克遜的高度，自有待後世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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